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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民法中“一般人格权”的规范基础在于《民法典》第 990

条第 2 款。该款既系《宪法》第 33 条第 3 款“尊重和保障人权”规定的转介

条款，也是以“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为基础的一般条款和“非典型人格法益”

的兜底保护条款。“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之间并无位阶差异，二者构成

整体性教义，旨在保障社会交往背景下主体人格的自由发展和平等主体之间的

相互承认和尊重。第 990 条第 2 款中的“非典型人格法益”与同条第 1 款中

“等权利”在发挥补充功能时存在位序差异，其类型化可进一步从自决地位、人

格平等性和人格完整性三个方面予以展开。

关键词 民法典 一般人格权 非典型人格法益 人身自由 人格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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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一般人格权”概念系源自德国民法的舶来品，其经由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确立

和发展，是一项以保护德国基本法上“人的尊严”和“发展人格”为宗旨、外延具有不

确定性、通过个案中的利益权衡而认定的“框架权利”。(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

下简称《民法典》）问世前，这一概念就已在我国民法学界和宪法学界被广泛使用，且为

司法实践所采纳，(2) 成为人格权法领域的通识性概念。但是，一方面，不同立法中的“一

般人格权”之概念和功能并不完全相同（例如，有学者主张，我国台湾地区的“一般人

格权”与德国母权式的“一般人格权”在概念和功能上不尽相同 (3)）；另一方面，由于对

“一般人格权”的内涵和性质界定不尽相同（关于“一般人格权”的内涵和性质，有人

格关系说、概括性权利说、渊源权说、个人基本权利说等观点 (4)），学者间对各国或地区立

法规定的解读也各异 (5)。更重要的是，自“一般人格权”传入国内后，对其加以检讨并反

对借鉴的学者不在少数。(6) 即使在其发源地德国，也同样存在方法论上对“一般人格权”

的批评。(7) 正因如此，就人格权保护的中国方案也存有诸多见解，有的学者建议采用具体

人格权规定与“其他人格利益”之一般条款相结合的保护模式；(8) 有的学者主张采取“非

典型人格利益”的替代保护模式 (9)。

《民法典》第 990 条第 2 款规定：“除前款规定的人格权外，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

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对此，一些民法典条文释义书的作者认为，该款所 
指即为中国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10) 与之不同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工作人员

(1) 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803-811 页。

(2) 2008 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明确将“一般人格权纠纷”列入民事案由，根据笔者检索，截至

2022 年 5 月 13 日，该案由之下已有 16672 件案例。参见北大法宝数据库网站，https://www.pkulaw.com/law/case， 
2022 年 5 月 13 日访问。

(3) 参见王泽鉴：《人格权法：法释义学、比较法、案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67 页。

(4) 参见尹田：《论一般人格权》，载《法律科学》2002 年第 4 期，第 12-13 页。

(5) 例如，有学者认为，《瑞士民法典》第 28 条第 1 款并未确立所谓的“一般人格权”，而是保护人格的一般条款。参见

马俊驹：《人格和人格权理论讲稿》，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而有学者则指出，在我国台湾地区，修正前的“民

法”第 18 条第 1 项系源于瑞士民法的广义“一般人格权”。参见关今华、黄晋京：《台湾式一般人格权研究——以瑞士、

德国民法为参照的比较分析》，载《海峡法学》2021 年第 2 期，第 10-13 页。

(6) 参见薛军：《揭开“一般人格权”的面纱——兼论比较法研究中的“体系意识”》，载《比较法研究》2008 年第 5 期，

第 25-39 页；马俊驹、王恒：《未来我国民法典不宜采用“一般人格权”概念》，载《河北法学》2012 年第 8 期，第

16-27 页。

(7) 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 1 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7 页。

(8) 参见朱晓峰：《作为一般人格权的人格尊严权——以德国侵权法中的一般人格权为参照》，载《清华法学》2014 年第

1 期，第 68-69 页；方金华：《一般人格权理论分析及我国的立法选择》，载《法律科学》2015 年第 4 期，第 41-42 页；

刘志刚：《一般人格权形成路径的宪法学分析》，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5 期，第 162-170 页；等等。

(9) 参见薛军：《非典型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模式研究》，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3 期，第 19-23 页；

鲁晓明：《论一般人格理论的摒弃及替代》，载《法律科学》2013 年第 4 期，第 76-78 页。

(10)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

社 2020 年版，第 24 页；王利明、程啸：《中国民法典释评 人格权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9 页；龙卫

球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与侵权责任编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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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的立法释义书中并未将其定性为“一般人格权”，而是谓之为“人格权益的一般条

款”。(11) 相较于《民法典》颁布之前的纷纭各说，第 990 条第 2 款确立了以“人身自由、

人格尊严”为基准的“其他人格权益”教义，在我国人格权保护的立法模式方面无疑具

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循此，以《民法典》颁行为分水岭，我国的一般人格权研究已从借

鉴论证阶段转向本土构建阶段。笔者认为，在以解释论为主的民法典施行时期，问题关

键已不在于“一般人格权”的名头之争，而是民法典视域下所涉人格权益保护的一般条

款之教义阐释和体系效应。此外，在《民法典》颁布之前的审判实务中，部分案例虽然

冠以“一般人格权纠纷”案由，但实际上案件事实与“一般人格权”鲜有关联或明显不

应置于“一般人格权纠纷”案由之下。(12) 在《民法典》人格权编确立了全新的人格权名

目和体系、具体人格权和“一般人格权”之间关系得到厘清的前提下，势必要对《民法典》

颁布之前所涉及的“一般人格权”类型予以重新归整，以有效指引司法裁判。因此，《民

法典》第 990 条第 2 款不仅涉及所谓“一般人格权”在中国法语境下的独特意蕴，而且

关乎民法典施行时期我国人格权益保护在力求完备和防止泛滥之间的衡平。有鉴于此，

本文拟结合立法、判例和学说，对该条款试作评释。

二、《民法典》第 990 条第 2 款的规范定位

（一）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规定的转介条款

人格权是宪法与民法互动的重要场域。早在民法典编纂之前，我国大多数学者就以

德国法为参照，主张一般人格权系宪法遁入民法的重要窗口；(13) 也有学者认为，“人身自

由、人格尊严”进入民法规范后，宪法上的公民基本权利从公权利转化为了私权利(14)。《民

法典》第 1 条开宗明义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在“宪法私法化”背景下，宪

法层面的基本价值理应在民法领域得以承接和体现。尤其是《民法典》第 990 条第 2
款中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作为立法用语，最先出现于我国宪法文本中，并且

在《民法典》颁布之前就以“一般人格权”的形式与我国诸多民法规范形成映射，(15)因而，

《民法典》第 990 条第 2 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相关规定之

(11)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4 页。

(12) 有的名为一般人格权纠纷，实为生命权纠纷。参见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 03 民终 428 号民事判决书，

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 11 民终 1172 号民事判决书。有的名为一般人格权纠纷，实为身体权纠纷。参

见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苏 03 民终 2065 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 02 民

终 341 号民事判决书。有的名为一般人格权纠纷，实为隐私权和名誉权纠纷。参见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
浙 03 民终 4035 号民事判决书，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 02 民终 1605 号民事判决书。有的名为一般人

格权纠纷，实为姓名权纠纷。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 03 民终 25270 号民事判决书）。有的名为一

般人格权纠纷，争议焦点却为涉案建筑物是否违建。参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 10 民终 3752 号民事裁定书。

(13) 参见姚辉、周云涛：《关于民事权利的宪法学思维——以一般人格权为对象的观察》，载《浙江社会科学》2007 年第 1
期，第 91-97 页；王利明：《人格权法中的人格尊严价值及其实现》，载《清华法学》2013 年第 5 期，第 9-12 页。

(14) 参见杨立新：《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从公权利到私权利的转变》，载《现代法学》2018 年第 3 期，第 3-13 页。

(15) 参见前注 ⑧，刘志刚文，第 164-1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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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关系在民法典视域下如何解读，不可不察。

《宪法》第 37 条、第 38 条分别规定了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对

这两条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理解：首先，从法条本身看，其“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

所涵摄的范围有限。结合《宪法》第 37 条第 2 款和第 3 款可知，该条规定的人身自由

旨在对抗国家权力违法剥夺或限制公民身体自由的行为，故而该条语境下的“人身自由”

更偏向于狭义的身体自由。(16) 而《宪法》第 38 条的确立主要源于“文革”时期侵犯和践

踏人格尊严的惨痛教训，尤以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他人为典型，故而该条中的人格尊严

大致等同于不受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的权利。(17) 可见，此种意义上的人格尊严涵摄范围

相对有限，主要与人的名誉保护相关联。可资佐证的是，198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通则》第 101 条、199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妇女权益

保障法》）第 39 条将人格尊严与名誉权规定在一起，也以侮辱、诽谤作为典型列举形式。

其次，基本权利旨在对抗国家公权力，其与私法中的法律关系存在根本性差异，此乃宪法

救济与私法救济之间的基本分野。(18) 例如，尽管《宪法》第 38 条第 2 句并未指明国家公

权力机关系不得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的主体，但结合第38条所处位置来看，

其前后条文明显是针对公权力机关所设，故而该条的适用对象亦应主要限于履行公职的

公务人员。就此而言，《宪法》第 38 条中的人格尊严并非是“对民法人格权的集中概

括”(19)，其无法与民法上的人格权保护形成直接对应。最后，从体系解释来看，《宪法》

第 37 条和第 38 条明显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之下具体基本权利之列举，

且其并未处于该章乃至于整个《宪法》的首条，将这两条中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

严”解释为宪法领域具有统摄作用的价值理念，亦显牵强。而且，即便将《宪法》第37条、

第 38 条对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的保护谓为宪法上的人格权，也并不代表公民自动获得了

私法领域的赋权，更不等于宪法直接创设了一项私权并为民法主体在私法领域所享有。(20)

因此，《宪法》第 37 条、第 38 条并非《民法典》第 990 条第 2 款中“人身自由、人格尊

严”的上位条款或宪法依据，二者分属于宪法和私法领域，各司其职，共同致力于人格权

保护。

需要特别指明的是，“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作为《民法典》第 990 条第 2 款产生“其

他人格权益”的价值基础，其价值源头在于《宪法》第 33 条第 3 款“国家尊重和保障

人权”之规定。人权首先是一项应有权利，此种应然特性赋予了保护人权的道德要求。(21)

保护人权入宪后，此种应有权利得到实定法承认并转化入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价值

秩序。“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既具有极强的价值宣示导向，又位于《宪法》“公民的基

(16) 参见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第 4 版），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35 页。

(17) 参见谢立斌：《中德比较宪法视野下的人格尊严——兼与林来梵教授商榷》，载《政法论坛》2010 年第 4 期，第 62 页。

(18) 参见上官丕亮：《论宪法上的人格尊严》，载《江苏社会科学》2008 年第 2 期，第 82 页。

(19) 宋新：《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基于德国基本法和我国宪法的讨论》，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17 年

第 5 期，第 62 页。

(20) 参见刘凯湘：《民法典人格权编几个重要理论问题评析》，载《中外法学》2020 年第 4 期，第 896 页。

(21) 参见焦洪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分析》，载《中国法学》2004 年第 3 期，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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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权利和义务”一章的首条，在体系上足以担当本章之下后续具体基本权利的基础规范。

同时，宪法中的尊重和保障人权旨在维护“人的尊严”，而“人的尊严”与“人身自由、

人格尊严”在位阶上具有差异性。具言之，“人的尊严”作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的核心要义，以一种极为抽象的理念，居于价值秩序中的最高地位，凌驾于所有法律原则

之上。(22) 可资参酌的是，《德国基本法》第 1 条中“人的尊严”在教义上具有不可干预性，

即任何对“人的尊严”的干预都无法被正当化；也不能将其与其他宪法法益进行衡量，

因而具有不可衡量性。(23) 而《民法典》第 990 条第 2 款中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尽管

是私法领域的价值基础，但其在性质上更偏向于法律原则，须在个案中通过利益衡量之

后予以具体化，并且，该具体化内容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对特定主体的保护存在

被正当化的可能性。(24) 这种阶层化理论在我国台湾地区亦有体现，认为：人性尊严属于绝

对保护之基本人权，其与一般人格权不同，后者必须就具体情事，衡量是否对维系家庭关

系或社会关系可得容忍之情形而断。(25) 举例而言，甲在乙家向乙表白遭拒，心生怨恨，遂

去厨房拿刀追砍乙，乙慌乱之下跑出家外，并将甲反锁在家，随后报警。在该例中，甲的

人身自由客观上遭到乙的限制，但因乙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故而能够阻却乙之行为的

违法性并使其正当化（《民法典》第 181 条第 1 款）。与之相对的是，就该例中正当防卫

这一违法性阻却事由而言，其系比例原则之下保护本人合法权益的法技术产物，(26)由此在

价值理念层面仍以“尊重和保护人权”为依归。故而在该例中，此种价值理念层面的“尊

重和保障人权”本身并未遭受任何克减。综上，《民法典》第 990 条第 2 款系《宪法》

第 33 条第 3 款“尊重和保障人权”在价值理念层面的转介条款，而非以《宪法》第 37 条、

第 38 条为代表的具体基本权利直接遁入私法的转介条款。

（二）以“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为基础的一般条款

就《民法典》第 990 条第 2 款的内容而言，“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是“其他人格

权益”的判定基准。在规范体系上，该款与《民法典》第 109 条形成呼应。《民法典》

第 109 条袭自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 109 条。不

少学者指出，《民法典》第 109 条同样属于“一般人格权”之规定。(27) 笔者认为，此种观

点只是对“一般人格权”这一争议性概念的简单套用，并未实际回答该条在我国民法典

语境下的规范定位。

《民法典》第 109 条位于“民事权利”章的首条，结合立法释义，其中“人身自由、

(22) 参见王晖：《人之尊严的理念与制度化》，载《中国法学》2014 年第 4 期，第 117 页。

(23) 参见王锴：《论宪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及其对民法的影响》，载《中国法学》2017 年第 3 期，第 110 页。

(24) 同样，在宪法内部体系中，宪法规定的具体基本权利在个案中亦须接受利益衡量和被正当性化的可能性，典型体现在

《宪法》第 51 条。

(25) 参见江玉林：《人性尊严的移植与混生》，载《月旦法学杂志》2016 年总第 255 期，第 68 页。

(26) 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第 3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74-275 页。

(27)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理解与适用》（下），人民法院

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542 页；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释评 总则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52 页；王

竹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条文要义》，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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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系为该章后续关于人身的具体民事权利铺垫的价值基础。(28) 具言

之，与《民法典》第 3 条中“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的表述顺序相对应，

“民事权利”章依次罗列的权利类型大体可分为三类：“人身权”（《民法典》第 109—
112 条）、“财产权”（《民法典》第 113—125 条）、“特别法规定的其他民事权益”（《民

法典》第 126—128 条）。其中，《民法典》第 113 条是“人身权”和“财产权”之间

的分界点，该条明显旨在强调平等保护财产权利这一价值理念。可见，就该章中“人身

权”和“财产权”而言，立法者分别采取了“总—分”的立法技术，即《民法典》第 109
条构成第 110—112 条的总纲，第 113 条则构成第 114—125 条的总纲。(29) 这种“总—分”

模式也符合从价值理念到技术依托的立法逻辑。亦即，《民法典》第 109 条首先宣示在

社会交往过程中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价值理念，随后以第 110—112 条规定的

具体人身权利类型作为保护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的技术依托。因此，《民法典》第 109
条系针对“人身权”所设的价值基础，而并非单纯对应第 110 条的具体人格权，由此，将

其谓为“一般人格权”有失偏颇。当然，该条也无法构成整个“民事权利”章的价值纲领，

否则财产权部分和其他合法权益将被极为广义的“人身权”所吸纳，进而动摇现行法语

境下的民事权利分类。鉴于《民法典》第 109 条在“人身权”中的统领性作用，且该条

中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属于需要具体化解释的不确定性概念，故而该条在性

质上应属于“人身权”范畴内的一般条款。

在此基础上，还须厘清《民法典》第 990 条第 2 款与第 109 条的关系。我国民法典

编纂采“两步走”的立法策略，即先出总则，再续分编。受此影响，《民法典》总则编整

体沿袭了原《民法总则》的规定。尽管《民法典》第 109 条与原《民法总则》第 109
条在条文表述上毫无变动，但在规范功能上仍有差别。其缘由在于，在拟定《民法总则》

第 109 条时，关于人格权是否单独成编这一问题，学界存在重大分歧，在人格权编是否成

行尚未可知且原《民法总则》第 110—112 条皆指向具体的权益保护之情况下，《民法

总则》第 109 条实则被赋予了保护“一般人格权”的规范功能。(30) 而《民法典》出台后，

人格权独立成编成为其体例创新的重要体现，《民法典》第 990 条第 2 款则正式成为了

我国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条款。从这个角度而言，《民法典》第 990 条第 2 款接替

了原《民法总则》第 109 条保护“一般人格权”的规范功能（此亦成为“人身自由、人

格尊严”作为第 990 条第 2 款中“其他人格权益”之产生基础的关键原因），而《民法典》

第 109 条也因此摆脱了原《民法总则》第 109 条作为保护“一般人格权”的规范依托，

转而成为了更具一般意义的价值宣示。因此，从《民法典》总则编与人格权编的关系来

看，“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成为《民法典》第 990 条第 2 款与《民法典》第 109 条维

(28) 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343 页。

(29) 参见温世扬：《民法典视域下的“人身自由”》，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 年第 3 期，第 32-33 页。

(30) 参见陈甦主编：《民法总则评注》（下册），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754 页；杨立新：《中国民法总则研究》（下卷），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83-584 页；李宇：《民法总则要义：规范释论与判解集注》，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316-3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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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从“价值理念”到“规范依托”的逻辑连接点。而从人格权编的内部构造来看，《民

法典》第 990 条第 2 款处于人格权编“一般规定”之下，该款在人格权编中同样具有统

领性和抽象性。因此，第 990 条第 2 款性质上亦属一般条款，需要在司法实践中依个案

予以具体化。

（三）“非典型人格法益”的兜底条款

《民法典》第 990 条包含两项兜底条款：第 1 款是对具体人格权的非穷尽式列举，

采用了“等权利”的表述兜底；第 2 款采用了“其他人格权益”表述兜底，是第二项兜

底条款。这两项兜底条款之间存在位序差异。

其中，第 990 条第 1 款的“等权利”属于同序类型的兜底。亦即，根据同类解释规则，

由《民法典》第 990 条第 1 款中“等”字引申出来的其他权利，在法律评价上理应与该

款所列举的具体人格权处于同等位阶。(31) 此种表述在《民法典》的其他条文也有体现。

例如，《民法典》第 16 条中“等”字所涵盖情形应与“遗产继承、接受赠与”一同属于“胎

儿利益保护”这一同类项之下；第24条第3款中的“等”字应与前述列举项一同归于“本

条规定的有关组织”这一同类项之下。在第 990 条第 1 款中，从所列的“生命权……隐

私权”的人格权清单来看，其列举出的具体人格权明显与《民法典》人格权编明文规定

的具体人格权相对应，故而该条款中“等”字所涉及的权利应是除已列举的具体人格权

外的、本法或特别法上规定的具体人格权，如婚姻自主权（《民法典》第 110 条）、患者知

情同意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 26 条）等。

第 990 条第 2 款的“其他人格权益”则属于差序类型的兜底。首先，从文义上看，

“除前款规定的人格权外”表明本款与第 990 条第 1 款所欲保护的法益客体存在一定的

差异。此种差异首先体现为具体人格权与“其他人格权益”在侵权责任认定的稳定性

方面。其中，就第 1 款所列的具体人格权而言，经过较为长期的民法实践和理论建构，通

常在对其造成侵害的侵权行为之表现形式、违法性认定等方面已形成相对稳定的判别标

准。而第 2 款本就旨在避免具体人格权保护出现漏洞，进而以兜底条款的形式保持人格

权保护的开放性，(32) 因而，该款中的“其他人格权益”可能包涵的受民法保护的法益仍然

处于发展和定型阶段，在对其造成侵害之侵权行为的表现形式、违法性认定等方面之判

别标准尚未固定，尤其是在权利泛化背景下，某类新兴利益是否应予保护仍待进一步论

证。(33) 其次，反过来说，如果立法者欲将第 2 款中的“其他人格权益”定位为与第 1 款中

具体人格权居于相同序列的受保护客体，那么在立法技术上便不应采取目前的双重兜底

条款模式，而应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 195 条第 1 款一般，采取单一的兜底条款模 
 

(31) 关于同类解释规则的含义及其适用，参见崔建远：《合同解释规则及其中国化》，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 年第 1 期，

第 85-86 页。

(32) 参见前注 ⑪，黄薇主编书，第 13 页。

(33) 参见王方玉：《权利的内在伦理解析——基于新兴权利引发权利泛化现象的反思》，载《法商研究》2018 年第 4 期，第

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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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即可。(34) 最后，可资参照的是，在我国《民法典》中，当以“其他……”之立法用语作

为同序类型兜底条款的设立方式时，通常会在“其他……”这一用语之前或之后设置特

定的同类用语加以限定。例如，《民法典》第 194 条第 1 款中的“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

请求权的”，第 195 条中的“具有同等效力的”，第 196 条中的“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

等等。在以上示例情形中，立法者通过相应的同类限定用语将各自条款中的兜底项与列

举项保持在法律评价上的同等序类。而第 990 条第 2 款并无此种立法特征，由此可以进

一步推断出该款在立法技术上属于差序类型的兜底条款。

由上可见，《民法典》第 990 条第 2 款与第 1 款在保护客体方面的差序，实为非典

型人格法益与典型人格法益之别。法益（Rechtsgüter），即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而权利的

本质系主体享有特定利益的法律上之力。权利与法律紧密关联，权利不过是借助法律之

力保护利益的手段。此种关系在“一般人格权”概念理解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有

学者认为，“一般人格权”本质上属于法益；(35) 另有德国学者指出，“一般人格权”实际

上是用来指代以不同强度给予保护的利益综合体 (36)。鉴于权利救济系私法的重要任务之

一，某项法益的权利化只是使得该法益之保护在法律语境下体现得更为直观。循此，以

受法律保护的利益为限，权利保护形式与法益保护形式之间并无实质差异。正因如此，

无论是从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 2 条，还是从含第 990 条在内的诸多《民

法典》条文来看，我国民法已形成了权（权利）、益（利益）结合式的法教义范式。

在此还需察明的是人格法益保护与侵权责任编的对应关系。一方面，从总则编与侵

权责任编的关系来看，总则编第五章“民事权利”主要涉及对我国所需保护的民事权益

的确认，第八章“民事责任”涉及民事权益的救济，由此在体系上与作为保护民事权益

的兜底编——侵权责任编相呼应，人格法益自不例外。另一方面，从人格权编与侵权责

任编的关系来看，人格法益保护亦需依托于侵权保护，典型体现在人格权编第一章“一

般规定”并无人格权益保护的一般条款，《民法典》第 995 条第 1 句之参引性规定中的

“本法”首先对应的是侵权责任编的相关规定。具体包括：在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方面，仍

须以《民法典》第 1165 条和第 1166 条为一般性规范；在防御性请求权方面，第 995 条

第 2 句等关于人格权请求权的规定，实为侵权责任编中的一般性防御请求权（《民法典》

第 1167 条）在人格权编的特别规定；关于侵害人身权益的损害赔偿，仍需回到侵权责任

编第 1179—1183 条；其他如涉及多数人侵害人格法益、侵害人格法益的特别侵权责任形

式等亦需适用侵权责任编的相应规定。在此基础上，《民法典》第 990 条两款在人格法

益上的区分保护技术，某种程度上亦是侵权法中的权利和利益区分保护技术的在人格法

(34)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 195 条第 1 款规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体、健康、名誉、自由、信用、隐私、贞操，或不法侵害

其他人格法益而情节重大者，被害人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其名誉被侵害者，并得请求回复

名誉之适当处分。”

(35) 参见熊谞龙：《权利，抑或法益？—— 一般人格权本质的再讨论》，载《比较法研究》2005 年第 2 期，第 56 页。

(36) 参见［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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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保护领域的具体体现。(37)

综上，第 990 条第 1 款实乃对已经权利化的典型人格法益之保护，而第 2 款则是对

尚未固定的非典型人格法益之保护。两款的保护对象在性质上皆属于人格法益，但在典

型性、稳定性等方面存在区别。在此基础上，该条第 1 款可以说是人格权法定，而该条第

2 款则是在某种程度上将“一般人格权”的类型化交由司法实践来完成。

三、《民法典》第 990 条第 2 款的价值基础

“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作为《民法典》第 990 条第 2 款的核心概念，是“非典型

人格法益”的产生基础。对二者的教义阐释及其相互关系厘清无疑是该条款解释和适

用的重心。

（一）人身自由

在《民法典》颁布之前，立法、判例和学说的主流观点都偏向于将人身自由界定为

狭义的、具体的人身自由权，即身体活动的自由。(38) 笔者认为，鉴于《民法典》已将人身

自由作为“非典型人格法益”的产生基础，而非将其作为人身自由权置于具体人格权清

单之中，仍将《民法典》第 990 条第 2 款中的“人身自由”解释为一项狭义的具体的人

身自由权明显与《民法典》的既成体系相违。并且，狭义的人身自由已然通过单独的“行

动自由”教义得以安置（《民法典》第 1003、1011条），因此，对该款中作为价值基础的“人

身自由”宜采广义理解，即以自决为核心的广义行为自由。亦即，在合法的前提下，每个

人的价值在于为自己所欲，能够在任何时期任意以自认舒适的方式实现自我发展。在此

基础上，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可侵犯的私人领域及个人自治的最终领域，于此领域中，每个

人皆可依其所欲塑造自己的生活。(39) 此种自决在典型人格权益中已有诸多特别规定，如

捐献身体组成部分或遗体的自决（《民法典》第 1006 条第 1 款）、参与临床试验的自决

（《民法典》第 1008 条第 1 款）、自然人姓名的自决（《民法典》第 1012 条）、法人名称的

自决（《民法典》第 1013 条）等。

个人自决意义上的行为自由包含身体活动自由和精神活动自由两方面内容。身体

活动自由即狭义的行动自由，对此种自由的侵犯通常体现为借助物理意义上的强力，

不顾被侵权人的意思直接剥夺其身体行动自由，例如非法拘禁或非法搜身（《民法典》

第 1003、1011 条）。不同的是，对精神活动自由的侵犯通常是以欺诈、胁迫等手段影响

他人的意思形成，进而使他人无法自由地作出自己的决定。对此种侵犯精神活动自由之

行为的禁止在人格权编中典型体现在“……不得强迫、欺骗、利诱其捐献”（《民法典》

第 1006 条第 1 款第 2 句）等表述中。因而，采取欺诈、愚弄、胁迫侵害他人在法律行为

(37) 参见于飞：《侵权法中的权利与利益的区分方法》，载《法学研究》2011 年第 4 期，第 104 页以下。

(38) 参见前注 ㉙，温世扬文，第 31-32 页。

(39) 参见侯宇：《人的尊严之法学思辩》，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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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意思决定自由的，同样可能构成侵权行为。另需指出的是，基于民法和宪法在保

护人身自由方面的分殊，本文所探讨的此种以自决为核心的行为自由仅限于私法调整范

围，宪法上的表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公法层面的自由不应纳入《民法典》第 990 条

第 2 款的涵摄范围。

（二）人格尊严

“人格尊严”系语义上较难确定的概念。首先，各规范中的“人格尊严”内涵是否

统一仍待细究。“人格尊严”作为实证法教义首先出现在我国宪法中，这使得一开始对

于“人格尊严”的教义就阐释得较为宏观和抽象；(40) 随后，“人格尊严”亦散见于民法和

其他法律规定中。就本文讨论的对象观之，《宪法》第 38 条中的“人格尊严”与《民

法典》第 990 条第 2 款中的“人格尊严”就性质不一：前者为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后者

则是民法中人格法益的价值基础。其次，“人格尊严”的落脚点在“尊严”，而问题在于，

虽然人们对尊严的重要性和基础性并无分歧，但对于尊严的内涵究竟为何则难有共识。(41)

甚至有学者批评道，人的尊严在法律语境下冗余且空洞。(42) 最后，除“人格尊严”外，源

于对德文“die Würde des Menschen”或英文“human dignity”的不同迻译，还形成了其

他诸如“人的尊严”“人类尊严”“人性尊严”等相类概念。(43) 相类概念之间的辨析使得

“人格尊严”在教义上的定位更为复杂。对此，笔者认为，如上文所述，《民法典》第 990
条第 2 款系《宪法》第 33 条第 3 款“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转介条款；鉴于“人的尊严”

系人权保护的核心，故而不宜再将《民法典》第 990 条第 2 款中的“人格尊严”与一般

意义上“人的尊严”等同。因为，若将私法中的“人格尊严”视为具有绝对效力且不可

干预的最高价值理念，将显然与其需在个案中予以具体化的技术定位相悖。相反，尝试

在私法视野下对第 990 条第 2 款中的“人格尊严”作进一步的限缩理解则不失为一条

可行的路径。

“人格尊严”由“人格”和“尊严”组合而成。由于概念自身的抽象性，“人格”

之上聚合了多重法律含义。(44) 在数重法律含义中，至少以下两层含义并无争议：作为主体

地位的人格和作为受法律保护之利益的人格。但是，将这两种含义置于同一概念的语义

之下，逻辑上存在问题。申言之，主体地位是民法得以展开的首要前提。若无民事主体

地位，一切法律关系的得丧变更都会因欠缺归属主体而变得毫无意义。因此，指称主体

地位的人格毋宁系人格权或人格法益具有法律意义的前提。反过来说，民法承认民事主

体享有人格权或人格法益是实现人格保护的法律手段。由此反映在概念上，“受法律保

(40) 参见刘志刚：《人格尊严的宪法意义》，载《中国法学》2007 年第 1 期，第 37-44 页。

(41) 参见郑玉双：《人的尊严的价值证成与法理构造》，载《比较法研究》2019 年第 5 期，第 170 页。

(42) 参见前注 ㉒，王晖文，第 106-109 页。

(43) 参见林来梵：《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兼论中国宪法第 38 条的解释方案》，载《浙江社会科学》2008 年第 3 期，第

48 页。

(44) 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第 5 版），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88-89 页；有学者主张“三重含义说”，参见王利明：《人

格权法研究》（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6页；刘士国：  《论主体地位人格与人格尊严人格》，载《法

律科学》2016 年第 2 期，第 41-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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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人格利益”实为“人格法益”的语义范畴，“人格”在语义上无法另行涵盖“主体

地位”之外的其他概念内涵。易言之，不宜将由基础概念组成的衍生概念所具内涵再次

归入基础概念当中，否则极易造成基础概念的语义膨胀以及与衍生概念发生混淆。因此，

结合“人格”概念的历史溯源和通用语境，(45) 民法视野下的“人格”系指民事权利、民事

义务归属的主体地位 (46)。

“尊严”则是一种价值理念。“人格”与“尊严”结合之后，“人格尊严”在私法上

便具有伦理意义。作为伦理的“人格尊严”之形成根源在于社会关系，进而作为社会规

范为社会中的个人提供指引。(47) 在社会性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成为常态。尤

其在现代私法视域下，民事主体之间的交往系“人格尊严”具有法律意义的基本背景。

从此意义出发，现代民法是一部交往法。例如，物权编涉及因物之归属和利用所引发的

交往；合同编涉及以各类合同为媒介的交往；婚姻家庭编涉及夫妻、亲子和收养等家庭

关系中的交往；继承编涉及继承关系中的交往。而在任何私法上的交往形式中，“尊严”

被设定为一种人与人交往过程中的相互承认与尊重，并以此作为法律共同体内部的价值

共识，来协调共同体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48) 这进一步凸显了“人格”与“尊严”在

教义上的紧合关系。康德提出的“人性公式”是其尊严思想的重要来源，其中“人是目

的”构成“人性公式”的核心，此种目的包含自己的人格和其他任何一个人的人格。(49)

亦即，社会交往过程中的“尊严”系自尊和他尊的统一，个人自我人格的实现和对他人人

格的尊重不可偏废。在此基础上，抽象意义上民事主体地位 / 权利能力的平等性（《民法

典》第 2、4、14 条）便成为社会交往得以有序展开的基本前提。一旦丧失了人格的平

等性，那么尊严在普遍主体之间的贯彻将沦为空谈。(50) 例如，奴隶主和奴隶之间难以产生

现代私法意义上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交往，反而类似于人与物之间的支配和被支配的关

系，此时奴隶的尊严便无从谈起。因此，社会性交往背景构成第 990 条第 2 款中“人格尊

严”的基础语境，下文中与之相关的“非典型人格法益”类型化也是据此展开的。

（三）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的关系

相较于“人身自由”，学界普遍更加认可“人格尊严”为“非典型人格法益”之价

值基础。(51) 但是，此种具化“人身自由”、虚化“人格尊严”的教义阐释系对《民法典》

颁布前之通说的延续，而这种悬殊式的教义定位已然脱离了民法典的规范语境。典型体

现在，从立法技术和文义解释来看，第 990 条第 2 款将“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并列，

(45) 参见前注 ⑤，马俊驹书，第 30-44 页。

(46) 参见张善斌：《权利能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9 页。

(47) 参见［日］岩崎 允胤主编：《人的尊严、价值及自我实现》，刘奔译，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7-60 页。

(48) 参见宋新：《论德国宪法上的人的尊严及借鉴》，载《东方法学》2016 年第 6 期，第 126 页。

(49) 参见王福玲：《康德尊严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42、153 页。

(50) 参见韩德强：《论人的尊严：法学视角下人的尊严理论的诠释》，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77 页。

(51) 参见王利明：《人格尊严：民法典人格权编的首要价值》，载《当代法学》2021 年第 1 期，第 3-14 页；朱晓峰：《人身自

由作为一般人格权价值基础的规范内涵》，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2 期，第 132 页；曹相见：

《物质性人格权的尊严构成与效果》，载《法治研究》2020 年 4 期，第 60 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民法典》视域下的一般人格权

243

且将“人身自由”置于“人格尊严”之前，据此，无法得出“人身自由”在价值位阶上

低于“人格尊严”的判断。哪怕这两项教义存在价值位序上的差异，依通常立法用语习

惯，也应将较为重要的价值项置于前序。且立法释义已然表明，二者之间并无价值位阶

方面的差异。(52)

不仅如此，“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在价值底蕴方面本就具有内在一致性，二

者应属于紧密结合、不可分离的整体性教义。拓言之，一方面，自由是获得尊严的基础。

前已述及，“人身自由”系指以自决为核心的广义行为自由。此种自决立足于自身的自

主地位，能以自身的自由意志决定自己想做之事。故对主体自身而言，意志层面的自由

是作为理性的人的本质，也是人获得尊严的依据所在。(53) 尤其在现代国家语境下，“人的

尊严”体现于“道德人”“经济人”和“政治人”的三重身份。其中，“道德人”的标

准在于拥有良心自由，“经济人”的标准在于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人身与财产，“政治人”

的标准则在于能够服务于前述两项目的，并参与相关政治程序。(54) 而无论是良心自由，抑

或经济自由，无疑系以主体享有自决地位作为获得尊严的前提。如果主体在社会交往过

程中连决定自己的事务都无法得到保障，那么可以说社会尚未满足人发展成为理性之人

的基本条件，主体的尊严自然也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尊严是行使自由的边界。尊严在

规范语境下具有伦理意义，其旨在维护社会共同体的和谐共益。据此，共同体中个体的

行为自由须受到由共同体制定的法律规范的约束，以防个体本应基于理性的自由意志泛

滥成为所欲为的恣意，进而破坏共同体的行为准则。因此，民法中的尊严必然是规范语

境下依共同体之公共意志决断的产物，而不能仅以个体的主观感受作为判定标准。例如，

某些虐待狂将自尊建立在虐待他人的行为之上，这显然为现代民法所不容。循此，“人

格尊严”系经过价值调试后的标准，当其出于维护一方的尊严而对另一方的自由加以约

束时，其同时也考虑了被约束一方的尊严保障。从这个角度而言，“人格尊严”对“人

身自由”的约束与权利行使的基本原理具有内在一致性，这也是“人格尊严”何以构成

具体人格权及“一般人格权”之产生基础的关键原因。职是之故，《民法典》第 990 条

第 2 款中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之间并无价值序列上的主次或优劣之分，二者

共同构成一项内在关联的整体性教义，旨在保障社会交往背景下主体人格的自由发展和

平等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和尊重。

四、非典型人格法益的类型归整

如前所述，相对于《民法典》第 990 条第 1 款中“等权利”而言，该条第 2 款规定

中的“非典型人格法益”居于补充地位。换言之，在法律适用上，只有经该条第 1 款中

(52) 参见前注 ⑪，黄薇主编书，第 16-17 页。

(53) 参见前注 ㊾，王福玲书，第 105-107 页。

(54) 参见杨洪斌：《论现代国家和宪法上的“人”——良心自由、“人的尊严”与现代宪法》，载《学术交流》2017 年第 7 期，

第 1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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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权利”过滤之后的“非典型人格法益”，方有可能属于该条第 2 款的涵摄范围。尤其

是《民法典》颁行后，不少“非典型人格法益”已通过权利化路径提升为“典型人格法

益”。鉴于此，下文将在排除其他“典型人格法益”的基础上，从自决地位、人格平等性、

人格完整性三个方面对“非典型人格法益”作进一步的类型化展开。

（一）自决地位

自决地位系人格自由的关键。不少涉及自决地位的“典型人格法益”已在《民法典》

和其他特别法中被成文化。具体包括：（1）身体行动的自决（《民法典》第 1003、1011
条）；（2）人体捐献和临床试验的自决（《民法典》第 1006 条第 1 款第 1 句、第 1008 条）；

（3）典型人格标识利用的自决，主要体现在自然人对姓名的自决（《民法典》第 1012 条），

法人、非法人组织对名称的自决（《民法典》第 1013 条），自然人对肖像的自决（《民法典》

第 1018 条第 1 款、第 1019 条），自然人对声音的自决（《民法典》第 1023 条第 2 款），个

人信息利用的自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44 条）等；（4）自然人缔结

或解除婚姻的自决，即所谓的婚姻自主权（《民法典》第 110 条）。此种自决进一步体现

在男女双方不得强迫对方结婚（《民法典》第 1046 条）以及父母和子女之间不得干涉

彼此的婚姻自由（《民法典》第 1042、1069 条）等。当然，第三人也不得欺诈或强迫他

人缔结婚姻；（5）妇女的生育自由权（《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51 条第 1 款）。

但在以下情形中，对于涉及自决地位的“非典型人格法益”保护，仍有借道第 990
条第 2 款的必要：

其一，其他人格标识的自决。（1）自然人的形象。鉴于肖像之普遍学理认知仍限于

“自然人面部特征及其再现”，故而形象无法为肖像所涵盖。(55) 因此，可将自然人的形象纳

入“非典型人格法益”予以保护。（2）个人信息被遗忘的权益。关于个人信息被遗忘的

人格权益属于消极决定自由的范畴，目前《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主要规制

个人信息处理者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和利用，对此类消极法益之保护力有不逮，一旦涉及

对其他关联信息处理者或存储者主张被遗忘的利益保护，仍有借道“一般人格权”之必

要。事实上，在我国“被遗忘权第一案”中，二审法院亦曾考虑通过一般人格权路径来保

护当事人的利益，只是囿于该案中的利益保护不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最终未予成行。(56)

其二，生命利益的有限自决。安乐死在我国学界讨论已久，目前立法对此仍持否认

态度。随着《民法典》第 1002 条第 2 句明确肯认“生命尊严受法律保护”，近来学说和

判例也对生命利益的有限自决作了新的探索。目前主要体现为两种案型：（1）饱受病痛

折磨但意识清醒的患者因拒绝接受抢救而死亡的，不同于消极安乐死，医院既不因此构

成刑事责任，其侵权责任亦可因《民法典》第 122 条第 1 款第 1 项规定的免责事由而免

除。(57)（2）生前预嘱，即患者在意识清醒时签署的、表明自己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

(55) 参见温世扬：《中国民法上的“公开权”——〈民法典〉人格标识许可使用规定之解析》，载《当代法学》2021 年第 2
期，第 20 页。

(56)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一中民终 09558 号民事判决书。

(57) 参见程啸：《人格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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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时，以何种形式面对死亡、是否接受医疗等意思的表示文件。(58) 我国已有判例对此持肯

认态度：“生命权的保护越来越从强调自然人生命的安全与维系演进为生命安全和生命

尊严并重……患者的自主决定权系其自身生命权、健康权等人格权利的应有之义，其有

权对自己的身体、生命相关的利益作出自我决定，患者的自主决定权亦系其人格尊严的

体现。”(59) 因此，在今后民法实践中，生命利益的有限自决是维护生命尊严的典型体现，可

作为“非典型人格法益”予以考量，亦可为未来我国逐步开放安乐死提供参考依据。

其三，性利益的自决，集中体现为性自主权，亦谓之贞操权。我国民法对性自主权未

设明文规定，仅在规制性骚扰行为方面（《民法典》第 1010 条）有所体现。故而目前我

国民法对性自主利益的保护仍处于依“非典型人格法益”保护的阶段，且有借由第 990
条第 2 款实现保护的必要。在实务裁判中，除性骚扰外，侵犯性自主利益的类型还包括

以下几类：（1）欺诈他人发生性关系；(60)（2）婚内强行与配偶发生性关系；（3）刑法规定

的违背他人意志发生的强奸、猥亵或强迫卖淫等其他行为 (61)。

其四，生育计划的自决，即自然人自主决定是否生育或节育的权利。鉴于《妇女权

益保障法》的保护对象仅限于妇女，其他对包括男性在内的主体之家庭生育计划的侵犯，

则应置于第 990 条第 2 款范围中加以保护。与此相关的案型包括：（1）“错误出生”，系

指希望诞下健康婴儿的父母，由于医院过错，未及时查出患有疾病或天生缺陷，以致残障

婴儿降生，且父母若知此情事将选择堕胎。于此情形下，父母因胎儿缺陷等重大不利因

素而选择中断生育计划的自决被侵犯。此类案例在我国实务中亦非鲜见。(62)（2）“错误

怀孕”，即“由于医院或药商的过错，导致本没有计划或不愿意怀孕的妇女怀孕；或由于

医院的过错导致引产失败而使孩子降生”(63)。于此情形下，夫妻自始不愿生育的计划被打

破。（3）“不当节育”，是指因医院过错导致妇女无法生育的情形。例如，医院在未经妇

女和其配偶允许的情形下，擅自给妇女做节育手术，导致妇女之后无法生育；(64) 医院在取

出节育环过程中的不当操作导致受害夫妇长期无法生育(65)。于此情形下，医院不仅侵犯了

妇女的身体权，也剥夺了夫妻是否节育的自决地位。

(58) 参见杨立新、李怡雯：《论〈民法典〉规定生命尊严的重要价值》，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6 期，第 104 页。

(59)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 02 民终 7645 号民事判决书。

(60) 参见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鲁 05 民终 609 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 02 民

终 11106 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一中民一（民）终 2315 号民事判决书。

(61) 参见张红：《性侵之民事责任》，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1 期，第 144-145 页。

(62)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 03 民终 17841 号民事判决书；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黔 01
民终 6910 号民事判决书；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辽 10 民终 82 号民事判决书；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

法院（2020）晋 07 民终 3045 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 01 民终 5196 号民事判决书；等等。

(63) 张红：《错误出生的损害赔偿责任》，载《法学家》2011 年第 6 期，第 56 页。

(64) 参见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赤民三终 215 号民事判决书。

(65) 参见《医疗机构的失职行为导致受害人近 20 年不能生育》，载中国法院网，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 
2002/09/id/12712.shtml，2021 年 9 月 8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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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格平等性

在社会交往背景下，平等系对抽象人格的基本要求。这一要求集中体现为禁止歧

视。歧视主要发生在就业领域，涉及地域歧视、(66) 性别歧视、(67) 健康歧视、(68) 证件歧视 (69) 等

方面。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 3 条明确赋予了劳动者以平等就业权，故

而该权利属于《民法典》第 990 条第 1 款中的“等权利”，而不属于该条第 2 款所需调

整的“非典型人格法益”。但是，在非就业领域对自然人的歧视则可能纳入该条第 2 款

的涵摄范围。例如，顾客在饭店用餐时，饭店安保人员拒绝其进入本来所有顾客一律有

权使用的饭店附属区域；(70) 在新闻报道过程中对残疾人的歧视；(71) 学校公布学习成绩造成

对成绩较差的学生的歧视；(72) 集体经济组织分配集体收益时对非婚生子女的歧视；(73) 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土地补偿费分配对妇女的歧视；(74) 等等。此外，科技进步亦会产生新的歧视

方式，典型体现为大数据杀熟背后的算法歧视。(75) 此种新型歧视尚无特别法规定，宜交由

第 990 条第 2 款予以调整。

（三）人格完整性

人格完整性要求依据特定时代的伦理标准，为社会交往中全面的人的形象提供保

护。体现人格完整性的典型情形包括：

其一，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民法典》第 1183 条第 2 款）。随着社会的不断进

步，人身意义从人自身向特定物扩散，这是保护人格完整性的首要体现。何谓具有人身

意义的特定物，立法并未明确回答，仍需通过司法实践加以观察和总结。至于所谓的“人

身意义”，实则指向了第 990 条第 2 款中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因此，具有人身意义

的特定物属于“非典型人格法益”的涵摄范围。其具体情形包括：（1）已与人身分离的

器官、血液、骨髓、生殖细胞等身体组织。一旦特定身体组织与人身相分离，便存在被物

化以及由此在法律上确定归属的可能性，此时其已无法为身体权所涵盖，而可考虑纳入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其典型案例为我国首例冷冻人体胚胎继承案。(76)（2）人生重要

阶段或重要事件中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主要包括：婴儿脐带章、(77) 婴儿满月照、(78) 婚纱

(66) 参见杭州互联网法院（2019）浙 0192 民初 6405 号民事判决书。

(67) 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 03 民终 195 号民事判决书；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民终 101 号

民事判决书。

(68)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民终 1017 号民事判决书。

(69)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粤民申 3703 号民事裁定书。

(70) 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00）朝民初 120 号民事判决书。

(71) 参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昆民三终 53 号民事判决书。

(72) 参见安徽省寿县人民法院（2018）皖 0422 民初 615 号民事判决书。

(73) 参见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2019）渝 0118 民初 6102 号民事判决书。

(74) 参见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海中法民一终 1062 号民事判决书。

(75) 参见洪丹娜：《算法歧视的宪法价值调适：基于人的尊严》，载《政治与法律》2020 年第 8 期，第 33-34 页。

(76) 参见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锡民终 01235 号民事判决书。

(77) 参见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2021）冀 0209 民初 868 号民事判决书。

(78) 参见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台民终 615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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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79)结婚全家福照片、(80)婚庆录像(81)等。（3）悼念亡者的特定物，主要包括坟墓、遗体、遗

骨、骨灰，具体侵犯行为有毁坏坟墓、(82)未通知家属直接迁坟、(83)在坟墓上倾倒垃圾、(84)擅自

取走骨灰、(85) 擅挖他人坟墓导致遗骨遗失 (86) 等。

其二，不同交往领域中的人格完整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领域大概可以分为亲密的

家庭领域和陌生的社会领域。在家庭领域中，父母双方或一方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或

亲权在学理上较为成熟，规范上属于民法典规定的“身份权利”（《民法典》第 1001 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2 条），宜将其

归入“典型人格法益”。例如，因医院过错导致婴儿出生时父母抱错孩子；(87) 夫妻离异后，

一方阻拦另一方对孩子的抚养、管教 (88)；等等。除此之外，如下情形可构成对家庭领域的

“非典型人格法益”的侵害：（1）对所谓“性福权”的侵害，即夫妻一方因生殖器官受损，

进而造成另一方的性生活利益受到不利影响。(89)（2）夫妻一方（妻）与他人通奸，尤以

导致欺诈性抚养为典型。(90) 于此情形下，另一方（夫）的人格尊严受损：从丈夫身份来说，

对方严重违背忠实的婚姻伦理，使其不免招致“戴绿帽”等贬损评价；从父亲身份来说，

其家庭计划的自主安排遭到破坏，“替人养孩”的最终结果违背了其养育亲生子女的初

衷。（3）虐待、猥亵受害人的家庭成员所致的人格法益损害。在著名的“于欢案”中，

侵权人当着于欢的面，以极为猥琐、下流的方式虐待、猥亵于欢的母亲，(91)此种卑劣之举除

了造成于欢的母亲之人格法益受损外，对于目睹这一切的于欢而言，此种行为无疑也践

踏了他的人格尊严。须加区分的是，所谓的惊吓损害虽然同样可能因为目睹家庭成员受

害而产生，但因此受损的一般是健康法益，借由健康权（《民法典》第 1004 条）予以保

护即可，无需借道第 990 条第 2 款。（4）除前述骨灰、墓地等具有悼念意义的特定物外，

(79) 参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豫民申 1588 号民事裁定书。

(80) 参见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2019）皖 0603 民初 1378 号民事判决书。

(81) 参见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 11 民终 2292 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 07
民终 4373 号民事判决书。

(82) 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 02 民终 9292 号民事判决书；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 01 民

终 74 号民事判决书；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桂 11 民终 272 号民事判决书。

(83)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 01 民终 5936 号民事判决书。

(84) 参见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 06 民终 878 号民事判决书。

(85) 参见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闽 04 民终 217 号民事判决书。

(86)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桂 14 民终 880 号民事判决书。

(87) 参见冯彦彬：《孙华东、李爱野诉通化市人民医院侵犯亲权、亲属权精神损害赔偿案》，载《中国法律：中英文版》2004
年第 1 期，第 25 页；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浙温民终 1413 号民事判决书。

(88) 参见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辽 02 民终 9274 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

0104 民初 13735 号民事判决书。

(89) 参见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苏中民终 0169 号民事判决书；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
云 23 民终 378 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 12 民终 2768 号民事判决书。

(90) 参见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9）苏 0106 民初 5539 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隆回县（2017）湘 0524 民初

2158 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青民五终 1962 号民事判决书。

(91) 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鲁刑终 151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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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侵犯祭奠利益的行为。(92) 例如，殡仪馆提前撤除挽联等行为导致逝者家属无法向死

者作最后告别；(93) 未通知死者重要亲属便将死者骨灰安葬；(94) 未经死者重要亲属同意擅自

召开追悼会且未通知该亲属；(95)因医院过错导致死者家属未能在死者火化前最后认领、瞻

仰遗体；(96) 故意在他人养父母的墓碑上遗漏养女的刻名 (97)；等等。

在社会生活中，以下情形也可纳入“非典型人格法益”予以保护：（1）基本的体面

感。社会交往中已然形成了礼仪准则，由此维持主体在交往过程中基本的体面感。对于

此种基本的体面感的侵犯典型体现为侮辱行为。须指出的是，通说虽然将禁止侮辱列入

名誉权的保护范畴（《民法典》第 1024 条第 1 款），但笔者认为仍有待补充。理由在于，

认定名誉受损的落脚点在于“社会评价”（《民法典》第 1024 条第 2 款），而侮辱行为在

不少情形下表现为个体对个体私下一时性的辱骂、诅咒等侮辱方式，此时通常不会造成

被侮辱者社会评价的降低，而是其基本的体面感（至多称之为名誉感）受损。(98) 因此，宜

将未达到侵犯被害人名誉的侮辱行为纳入第 990 条第 2 款调整。例如，一人对另一人多

次发送侮辱性短信；(99) 明知他人身体残障且仍以其缺陷对其进行侮辱；(100) 在他人房门上用

红漆喷写侮辱、贬低、诅咒类语言 (101)；等等。对于此类“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且未达

到侵犯名誉权的行为，宜交由第 990 条第 2 款调整。(102) 此外，非法搜身行为除了可能构成

暂时性限制他人行动自由之外（《民法典》第 1011 条），也极易伤害人在社会交往中基

本的体面感，侵犯人的尊严。(103)（2）适当的精神愉悦感。在社会交往尤其在相邻关系中，

此种精神愉悦感主要源于健康卫生的环境。对此，实务已经开始肯认对人的“视觉卫生

权”的保护。所谓“视觉卫生权”，是指“要求避免使自己见到某些不洁、不雅或其他可

能给自己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或物体的权利”(104)。例如，某住户受窗外字号牌及

其钢制网架的遮挡，压抑感较为显著；(105)被诉会所的墙体与住户较近，其顶部位于窗户 3/4
处，严重遮挡视野(106)。此外，强迫他人观看淫秽物品等强制猥亵行为，除可能构成刑法上的

(92) 参见张红：《侵害祭奠利益之侵权责任》，载《法学评论》2018 年第 2 期，第 78-81 页。

(93) 参见广西省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2020）桂 0102 民初 3307 号民事判决书。

(94) 参见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2021）陕 0113 民初 22425 号民事判决书。

(95)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 01 民终 8218 号民事判决书。

(96) 参见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2011）金堂民初 706 号民事判决书。

(97) “养女墓碑刻名维权案”，参见《民法典颁布后人格权司法保护典型民事案例》，载《人民法院报》2022 年 4 月 12 日，

第 3 版。

(98) 参见温世扬：《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评议》，载《政治与法律》2019 年第 3 期，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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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猥亵、侮辱罪或猥亵儿童罪外，在民法上可通过“一般人格权”予以保护。（3）人

的独特性。人的独特性与人的尊严紧密相关，是人格完整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科

技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基因复制、人工克隆等技术可能塑造出大量具有同一特征的“人

造人”，一旦人类如机器一般可被批量生产，人将丧失不可替代的独特性，人格尊严也将

受到巨大冲击。(107)

五、结 语

“一般人格权”概念源自德国民法，对我国《民法典》颁布之前的人格权理论和实

务产生了深远影响。《民法典》第 990 条第 2 款作为我国民法上“一般人格权”的规范

依托，确立了以“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作为价值基础的“非典型人格法益”的保护模式，

在比较法范式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对这一条款的教义学阐释，不仅关乎民法和宪法在人

身权益保护方面的分工与协作，还涉及民法典内部各编之间的脉络串联。同时，该条款

的类型化作业具有强烈的民事裁判导向，既是我国人格法益保护实践中动态、开放的过

滤器，也是从“非典型人格法益”过渡至“典型人格法益”的中转站，对我国今后新兴

人格法益的生成以及新型具体人格权的创设具有参考意义。

Abstract: The normative basis of ‘general personality rights’ in Chinese civil law lies 
in paragraph 2 of article 990 of the Civil Code. This paragraph is not only a referral clause 
for ‘respect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stipulated in paragraph 3 of article 33 of the 
Constitution, but also a general clause based on ‘personal freedom and personal dignity’ 
and a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clause for ‘atypical personal legal interests’. There is no 
hierarchical difference between ‘personal freedom’ and ‘personal dignity’. The two constitute 
a holistic doctrine, which aims to ensure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the subject’s personality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interaction and the mutual recognition and respect between equal 
subjects. Accordingly, the typification of ‘atypical personality legal benefits’ in paragraph 
2 of article 990 can be further developed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self-determination status, 
personality equality, and personality integrity. At the same time, it must be noted that the 

‘equivalent rights’ in paragraph 1 of the same article are playing sequence differences when 
supplementing functions.

（责任编辑：任  彦）

(107) 参见胡玉鸿：《个人的独特性与人的尊严之证成》，载《法学评论》2021 年第 2 期，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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